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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档案学研究的“情感转向”

曲春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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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情感转向”是当前国外档案学研究领域出现的一种新的研究取向。情感理论被引入档案学领域，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和阐释。档案学者运用情感理论分析档案现象，提出情感价值作为档案鉴定标准以及情感公正、不可能的档案想象和想

象的档案等观点。研究者还从实践层面分析了社群档案与情感体验、情感与离散档案问题处理以及档案与情感创伤等特

定情境中的档案与情感问题。透过情感角度来观察和思考社会中的档案现象，“情感转向”为档案学领域提供了一个新

的研究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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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Affective Turn”in Foreign Archival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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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affective turn”has emerged in current archival studies as a new research orientation. Affect 

theories are introduced to archival discourse and get further development and explanation. By applying the affect 

theories to archival phenomena, foreign archival researchers put forward some new ideas and concepts, including 

affective value as an appraisal standard, emotional justice, impossible archival imaginaries and imagined records. 

Researchers also analyze the issues about archives and affects in particular circumstances such as community 

archives and emotional experiences, affects and displaced archives, archives and trauma. Through the lens of 

affect, the“affective turn”in archival discourse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observing and ref lecting archival 

phenomena in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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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近年来，“情感转向”（affective turn）受到人文

和社会科学领域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并有可能演变

成为一种“范式转变”。美国社会学者帕特里夏·克

劳夫（Patricia Clough）认为西方学界的“情感转向”

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早期，批评理论家和文化

评论家为了回应后结构主义和解构的局限性，从而

将兴趣转向情感研究[1]。进入21世纪以来，“情感转

向”由社会学、心理学、文化批评及女性主义等研究

领域迅速扩展到几乎是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的整个

领域[2]。在文化研究领域，“情感转向”被看作是一

个跨学科的新方法，它从哲学、心理学、人类学、社

会学等不同学科领域获取方法论指导，并从不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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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获取有关情感方面的见解与启示[3]。可以认为，“情

感转向”是一种以情感为视角的研究取向，体现了

不同学科领域有关情感问题的一种研究趋势，是一

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档案不是孤立存在的社会现

象，它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能够储存、激发

和建构人类的情感体验。透过情感视角来观察和思

考档案现象及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是档案学领域

“情感转向”的目的和意义所在。

1  档案学领域“情感转向”地出现

在英语文献中，有关情感问题的讨论首先涉及

与情感相关的三个术语“feelings”、“emotions”以及

“affects”的辨析。文化研究领域的一些研究者认

为这三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4]，而在其他一些

学科和专业领域，这三者之间并没有明确的概念区

分，甚至有时是可以互换的[5]。档案学者玛芮卡·西

弗（Marika Cifor）认为，affects作为一种文化、社会

和历史建构的范畴，既包括同时又超越feelings和

emotions[6]。社会学者杰奎林·威尔逊（Jacqueline Z. 

Wilson）和弗兰克·戈尔丁（Frank Golding）认为从

实际应用的角度出发，这三者可以看作是同义的[7]。

复旦大学美学和哲学教授陆扬在讨论“情感转向”

的理论资源时，谈到了对“affect”一词的理解及翻译

问题，他认为考虑到语言约定俗成的释义习惯，不妨

暂且把affect译作“情感”，但它和我们通常译作“情

感”的另外两个词feeling和emotion都有不同，“追本

溯源，affect之为情感，作为一个哲学术语，确切地说

是指主动的情感施与以及被动的情感接受和调节。

它是一个名词也是一个动词。”[8]基于目前对情感理

论和情感转向的相关研究成果，本文认为affects可以

理解为有关情感体验的一个综合表达，它不同于但

又涵盖了feelings和emotions，并沿用“情感”一词来

指称affects，以“情感转向”一词来指称英语文献中的

‘affective turn’。

档案学领域的“情感转向”出现在21世纪初。最

近几年来，西方档案话语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转变，个

人的、具身的和情感的认知获得了话语空间并受到

严肃对待，这与占据主导地位的官方的或机构的、中

立的和有形的传统认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9]。传统

上，档案一直被视为组织或个人在社会活动中产生

的原始记录，是自然形成的遗留物或累积物，是客观

的、“神圣”的证据，而档案工作者则被认为是中立

的、“毫无偏见”的保管者，这是对档案和档案职业

的一种理想化认知。在后现代主义等社会思潮影响

下，西方档案学者不再固守客观、中立等传统观念，

开始思考档案中的权力因素及其影响[10]，档案不再是

“单纯”的副产品，档案工作者也不再被视为被动的

文件接收者，而是档案活动和社会记忆的积极参与

者与构建者。与此同时，“情感转向”中的一些文化学

者开始发现和讨论情感与档案之间的关系，并形成

了一些有创见和影响力的情感理论和观点。这一研

究取向和相关理论成果引起了档案学者对档案与情

感问题的进一步思考，他们将情感理论引入档案话

语，并结合档案实践中的情感体验进行阐释与探讨，

由此引发了档案学研究领域的“情感转向”。

2014年11月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举办的

“情感与档案”研讨会被看作是档案理论“情感转

向”的重要节点，以及由此形成的2016年《档案科

学》（Archival Science）的档案与情感特刊，可以视

为档案学研究中“情感转向”的标志[11]。人文学者赫

尔曼·保罗（Herman Paul）认为：“档案研究现在已

经被认为是一项可以而且仍然能够充满感性、感情

和浪漫激情的活动”[12]，受到雅克·德里达《档案热

病》（Archive Fever）一书的影响，人们对档案重新

产生了兴趣，并将档案看作是“权力和意义的场所，

或者欲望与失去的所在”。杰米·李（Jamie A. Lee）

认为，档案体的情感本质意味着形变，这是跨学科

逻辑方法的一种表征，它向普遍存在的档案标准发

起挑战，并有可能重构档案方法[13]。档案学领域“情

感转向”地出现，是国外档案学界对客观的、中立

的、固化的传统档案观念的一种质疑与反思，意味

着未来可能会出现更加多元和动态的档案观念，并

将进一步丰富和推进档案领域理论模式和实践方法

的变革。

2  理论探索：情感理论在档案学领域
的引入和发展

玛芮卡·西弗、米歇尔·凯斯韦尔（Michel le 

Caswell）和安·吉利兰（Anne Gilliland）等人是将

情感理论引入档案话语的主要代表学者。其中西

弗（2016）在《情感关系：将情感理论引入档案话

语》一文中，将三位文化研究学者安·克维特科维奇

（Ann Cvetkovich）、萨拉·艾哈迈德（Sara Ahmed）和

劳伦·勃兰特（Lauren Berlant）的情感理论观点引入

档案学领域，并在社会正义框架下运用情感理论来

分析社群、社群档案及其情感关系问题[14]。西弗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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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情感理论的研究成果，吸引了更多的档案学者

开始认识并进行档案与情感问题研究。

2.1  一种鉴定标准：作为“情感仓库”的档案

文化理论学者安·克维特科维奇认为，包括档

案材料在内的“文化文本”是“情感的仓库”，也是与

其形成和接收相关的情感活动的仓库。在社会正义

范式下，情感价值应当被置于重新解释和扩展鉴定

理论与实践的中心维度[15]。西弗认为，克维特科维奇

将档案文件视为情感仓库的理论设定，使得在收集

和初始鉴定阶段对现时情感因素的鉴定变得合理。

它还需要后期对档案的持久性情感特征进行再次鉴

定，这些特征只有在经过时间、研究或干预活动后才

会显现。她提出情感价值应当作为一种鉴定标准应

用于档案鉴定工作，它可以作为一种矫正力用来解决

档案中的权力不平等问题[16]。西弗的观点强调了情

感价值在权衡档案与其形成者、主题、利用者、大型

社群以及权力系统的关系中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对

于那些非传统意义上的档案而言，如社群档案、家

族/家庭档案以及其他民间文书档案等，它们通常不

在官方的或传统的档案机构收藏范围内，而其本身

所具有的情感价值往往处于档案文本意义的核心，

成为判定其档案价值的重要依据。尽管如此，由于档

案的情感价值本身所具有的非普适性、不确定性及

难以衡量性等特点，同时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群体性

或地域性特征，使得情感价值能否作为一种具有普

遍实践意义的、可操作的鉴定标准仍然有待实践工

作的检验。

2.2  情感公正：作为“见证人”的档案工作者

西弗总结并发展了女性主义文化理论学者萨

拉·艾哈迈德所提出的有关痛苦和见证人（witness）
[17]理论观点。在艾哈迈德看来，痛苦需要一个见证

人，正是这种见证关系赋予痛苦以超越个体脆弱边

界的生命力并验证它的存在。据此，西弗提出，作为

见证人的档案工作者被深深地卷入情感关系的网

络中，这就要求档案领域拓展其伦理取向，以促进

情感公正[18]。詹姆斯·劳瑞（James Lowry）以一名档

案学者和项目参与者的双重身份在阅读那些有关

肯尼亚的散失档案时所经历的情感体验和职业反

思，佐证了这一观点的现实可能性。他认为档案工

作者至少可以从两个层面见证离散档案[19]，其中最

直接的一层就是对离散档案中所隐含的生活与情

感的见证，这促使档案工作者扪心自问，“我跟这些

生活与情感是一种什么关系？”他写道，在档案馆

的阅览室中“看着这些文件，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对

话者，这些生活与情感，它们发生在与这间阅览室

相隔万里的某个地方”“情感融入了我对这些档案

文件的阅读中，使我可以见证个体的生活和情感，

并让我能够见证该历史与保管背景下更大范围的生

活和情感”[20]。档案工作者自身所具有的情感体验

及其见证人的身份，使得情感公正成为研究者和实

践者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西弗提出，实现公正还意味着档案中那些被边

缘化的声音能够浮出水面并得到倾听，她认为艾哈

迈德所构建的情感理论同时复杂化和强化了这种情

形，那就是“社群是基于情感建立起来的，并且他

们的情感必须被视为档案关系的一部分”[21]。西弗

的观点实际上是对后现代主义者对于档案客观性

和中立性的解构的一种回应和补充。哈里斯·凡尔纳

（Harris Verne）关于档案是“窗户碎片”[22]的比喻，

喻示档案远非简单地映照现实，它在反映所记述事

件的同时，也在改变和干扰着现实影像的形成。西弗

将情感纳入权力权衡的复杂档案关系中予以考量，

对于重建档案信任具有重要意义。档案工作者作为

档案收集、鉴定、保管和提供利用等整个管理过程

的政策制定者、直接参与者和重要见证者，他们的情

感体验和情感偏好直接影响他们的政策制定、价值

判断以及收集、鉴定、保管和提供利用等行为，这是

情感在档案与权力关系中的体现。将情感公正作为

档案工作者的伦理追求，有助于社会正义框架下档

案工作者社会责任的实现。

2.3  不可能的档案想象和想象的档案

吉利兰与凯斯韦尔认为，人类学者阿琼·阿

卜杜拉（Arjun Appadurai）和克劳迪亚·施特劳斯

（Claudia Strauss）等人提出的想象理论，可以用于解

释和分析档案领域长期以来存在的不同档案定义及

其权威性之间的矛盾关系。同时她们在前期研究的

基础上，借鉴和发展了女性主义文化学者玛丽安·戴

弗（Maryanne Dever）关于缺失的证据以及想象的

“宝藏”等观点，提出了两个新的专业术语——不可

能的档案想象（impossible archival imaginaries）和想

象的档案（imagined records），用以描述和讨论档案

理论及实践领域中对那些不存在的、缺失的或不可

获得的档案及其内容的个体或集体想象[23]。此前凯

斯韦尔在探讨社群档案的一篇文章中已经提出了档

案想象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一种动态方式，是“社

群基于共同的过去，通过档案干预有创造性地共同

重构未来愿景的一种动态方式”[24]。在档案想象的

概念基础上，吉利兰与凯斯韦尔进一步提出了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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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档案想象，用以解释在档案或其预期内容缺失

或永远不可能获得的情况下，档案想象是如何发挥

作用的[25]。在不可能的档案想象中，人们对权威的质

疑、错位的信任以及对发现真相的渴望等情感引线，

促成了想象的档案的“产生”。吉利兰与凯斯韦尔认

为，这两个新术语可以提供重要的情感制衡，有时甚

至与法律的、行政的、历史的和法庭的这些占主导地

位的证据概念相抵触，而后者常常无法解释档案在

引起激励、鼓舞、愤怒和创伤等方面所具有的力量
[26]。在她们看来，对缺失档案及其内容的想象和预

期会激起人们不同的情感反应，从而成为一种影响

和塑造档案的力量。只要这些想象的或预想的档案

不可获得，或者它们的内容或其存在纯粹只是一种

猜测，那么它们就会激发出各种叙述、假设、愿望、

憧憬、恐惧和不信任。这就是戴弗所说的“塑造档案

的力量”[27]。

吉利兰与凯斯韦尔关于档案想象与情感关系问

题的讨论，突破了认识论的束缚，颠覆了人们对于档

案概念的传统认知方式。档案既可以是一种真实的

存在，也可以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之中。尽管这些不可

能的档案想象也许永远不可能成为传统意义上的真

正的档案，也永远不可能作为一种法律证据而存在，

它似乎更可以被视为一种认知上的存在，并借由档

案行为在想象与现实之间建立起情感联系。人们可

以通过想象，去感知或推断那些缺失的或者不存在

的档案或档案内容，并通过文学作品、艺术创作等形

式得以体现，从而弥补和回应特定人群的情感需求，

特别是对于那些特定人群（如种族屠杀的幸存者及

受害者家属等）而言，具有重要的存在价值和情感意

义。发现和解读档案与想象之间的情感联系，为档

案学者和实践工作者打开了一扇充满想象力和创造

力的窗户。在情感的驱动下，档案想象在某些特殊的

情形下也有可能成为档案现实。劳瑞认为现在保存

在英国的肯尼亚散失档案就是现实存在的“想象的

档案”[28]。对于离散档案的形成的国家而言，因为面

临档案的缺失，人们会在民族情感以及个人情感力量

的驱动下，去想象和推测有可能存在这样一些档案，

而这些档案有可能就真实地存在于某个还未被发现

或未被告知的场所。这些看似不可能的档案想象，

推动人们去寻找和发现那些可能存在的缺失档案，

并成为推动离散档案的归还与索还的重要驱力，而

这些离散档案也极有可能从想象的档案变为现实的

档案。不可能的档案想象还有可能产生新的档案需

求，促成某些想象的档案在未来成为真实的档案。

将情感理论引入档案学领域，不仅仅是引入一

种跨学科的理论话语与分析工具，更是对档案和档

案工作中传统观念的一种反思与创新。西弗等人对

情感理论的引介及其在档案领域的应用和发展，促

使档案界打破常规观念，认识并关注情感以及情感

研究在档案理论与实践活动中的重要作用，使档案

学者和实践工作者去思考情感、正义、权力、想象、

客观、中立等概念在档案语境中的地位、关系和相互

作用。

3  实践经验：特定情境中的档案与情
感体验

3.1  社群档案与情感体验 

社群档案是指基于共同的地域、文化、信仰、背

景以及其他共同身份或兴趣的特定群体成员所形

成的文件集合[29]。目前英语文献中有关LGBTQ社群

档案与情感体验的研究最具典型性。同其他社会边

缘群体一样，LGBTQ社群常常被传统的档案工作所

忽视，西弗认为通过社群档案获得身份认同和情感

体验对社群成员具有重要意义。她在对具体案例的

分析中发现，作为社群档案鉴定标准的情感价值至

少与传统的历史价值或研究价值同等重要。尽管由

文件形成者和社群档案馆集体成员共同介入的参与

式鉴定可能并不适用于所有的档案类型，但考量情

感价值的档案鉴定活动在打破主导性权力结构、收

集记录不足的社群档案材料、拓展文化背景及其了

解渠道等方面具有潜在价值[30]。杰米以两个LGBTQ

档案馆作为研究案例，分析了利用者的情感是如何

通过身体感觉在与档案的接触过程中被唤起的。杰

米还将档案体与情感产生的“居间性”或“第三空

间”联系起来，认为这是一种游离的、不稳定的交

叉间隙，是情感出现与消长的场所。这些档案“充满

了间隙与沉默，它们由情感关系所生成，又生成情

感关系，特别是创伤、羞耻、欲望以及（非）归属感

等。”[31]西弗和杰米等人将情感理论应用于具体的社

群档案现象分析，是从不同角度对档案作为“情感仓

库”的实践解读和理论阐释。社群档案是社群成员

寻求权利、认同与情感支持的资源库，它不仅是知识

的仓库，更是情感的仓库。人类的情感透过交错的

时空在档案与身体、文本与背景、过去与现在甚至

未来之间建立起沟通的桥梁。档案能够激发情感，

情感又会对档案行为产生影响，社群成员、档案工作

者和研究者的利用、管理和研究行为以及相伴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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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体验，在过去、现在以及未来构成档案连续不

断的背景联系，参与并影响着整个档案过程。

3.2  情感理论与离散档案问题处理

离散档案通常是指由于各种原因未保存在档案

所有国的档案[32]。造成档案离散的原因极其复杂，有

关离散档案的转移、索还和归还等问题涉及档案所

有国与所在国对档案所有权的争议，所以国际上有

关离散档案解决方案的讨论主要侧重于其所涉及的

法律问题纠纷。在关注法律问题的同时，劳瑞从其多

年从事国际档案工作实践经历和自身的移民家庭背

景出发，运用档案学者引入的相关情感理论以及提

出的新概念，从情感层面讨论了离散档案与其形成

地与归属地之间的关系问题。他以转移并保存在英

国的肯尼亚散失档案为例，提出透过情感有助于人们

形成关于殖民国家在个人、家庭和社群等方面对肯

尼亚所造成影响的更清晰的画面。他认为，情感不会

作为散失档案形成时的鉴定标准，但基于情感因素所

进行的再次鉴定将会证明档案保存在其形成地比在

英国更具有影响力，因此散失档案应该作为产生它的

档案体的一个组成部分被返还到其形成地[33]。结合

离散档案的具体案例以及个人的情感体验，劳瑞肯

定了情感理论对于离散档案研究以及解决与档案离

散相关的国际争端的重要意义。情感理论在离散档

案问题研究中的运用，进一步论证了情感在档案关

系中的合理存在，以及运用情感理论分析和解决档

案实践问题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3.3  档案与情感创伤

关注和探讨档案与情感创伤之间的关系，讨论

档案在弥补或造成创伤中的作用与影响，是档案与

情感研究领域的主要话题之一。前面所述及的档案

与情感研究中都或多或少地涉及档案与创伤问题，

或者可以说是不同背景下对档案与情感创伤所进行

的不同角度的思考。特别是关于创伤性事件档案及

其所涉及人群的研究，更是进一步论证了档案行为

与族群或个人情感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档案与情感

研究的重要意义。

创伤性事件档案中的不实记载或歧视性用语，

往往会对记录对象或其亲属、后代等造成严重的情

感伤害，成为一种“情感武器”。研究者们发现，在

关于弱势或边缘群体的档案文件中，常常会有关于

记录对象的不实记载或不当用语，而事件的亲历者

（尤其是档案中的记录对象本人）或者其亲属、后代

等看到这样的记录内容时，不可避免地会遭受巨大

的情感伤害。澳大利亚两位社会学者威尔逊和戈尔

丁从亲历者的角度，探讨了澳大利亚寄养儿童档案

对于“被遗忘的澳大利亚人”[34]的重要意义，并结合

自身作为寄养儿童在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一切，分

析了这些档案对记录对象所带来的情感创伤。例行

的档案文件汇编是当年澳政府对儿童寄养过程进行

官方监控的一个重要环节。当年儿童情况调查者的

道德偏见以及被调查者（通常是寄养儿童的亲属）的

不实陈述，造成了很多档案文件中有关寄养儿童情

况的记录内容是不准确的。作者之一的威尔逊在长

大后看到档案记载中关于她踢打母亲的暴力行为记

载时感到极度痛苦，并急欲找到包括她母亲在内的

记录活动参与者进行对质，以证实这件事从未发生

过[35]。另一位历史档案研究者勒奈特·罗素（Lynette 

Russell）则通过自己对澳大利亚原住民档案的研究

经历，指出档案中有关原住民悲惨事件的记载以及

其中的歧视性用语，会使他们的后代或亲属甚至这

些档案的保管者，再次遭受情感创伤[36]。

来自档案记录本身的情感伤害，能够形成一种

情感驱力，促使创伤性事件相关人群迫切地想要采

取某种行为，来澄清事实以减轻或弥补伤害，维护自

身权利和人格尊严。威尔逊和戈尔丁认为，一方面档

案的不完整以及记录内容的不准确，令人感到不安和

愤怒；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些档案的存在又能为记

录对象提供辩护，能够明确或纠正一些模糊不清的

记忆，以解决那些影响身份认同的叙述不连续性等

问题。因此他们提出，为了维护记录对象的尊严及档

案研究成果的可信性，在对这些档案进行披露和解

释时，必须包括事件亲历者的观点和见解[37]。

蓄意销毁档案也是对事件亲历者或相关者的一

种情感伤害，甚至是一场“记忆屠杀”。在种族大屠

杀中，施暴者不仅杀戮无辜生命，还会同时摧毁象

征民族文化的场所和标志性符号等。人类学者哈里

兹·哈里洛维奇（Hariz Halilovich）认为，对文件、照

片、书籍和官方档案的蓄意销毁，对种族屠杀幸存者

和其他的“记忆屠杀”受害者而言，是一种个体的失

去和严重的创伤，是关于个人、家庭和群体毁灭的一

种隐喻[38]。因此，档案重建对于事件亲历者的情感

表达、记忆保存和身份认同具有重要意义。哈里洛

维奇认为，在后种族屠杀背景下，重建个人文件和社

群档案，对种族屠杀幸存者及其亲属而言，意味着一

种有关寻找自身历史、重新确认身份、重建和维护连

续性的尝试[39]。

民族志研究视野下的口述记录、影像档案以及

社会学研究视野下的亲历者参与等形式，都是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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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伤性事件档案的不同方法和路径。在档案重建过

程中，自然而然地会融入事件亲历者及相关人群的

悲伤、喜爱、亲密、尊严等情感表达以及部分的想象

和虚构。哈里洛维奇认为，在这一点上，口述记录的

叙述者“跟那些参与形成或重建历史叙述的其他档

案工作者并没有什么不同”[40]。正如戴弗所指出的，

那些保存（或销毁）、收集、挑选和整理档案的过程

是一种中间行为，这些行为塑造着我们所看到的档

案，并不可避免地会改变它们的可能含义以及它们所

支持的历史叙述[41]。认识和研究档案中的情感因素

及其所蕴含的情感力量，尊重和考量事件相关者的

情感表达和观点态度，为创伤性事件亲历者或相关

群体构建多角度和多种形式的档案叙述，才有可能

为后来者提供寻找和发现真实事件的多种视角和选

择。

4  一点思考：社会框架中的档案与情
感问题研究

法国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爱米尔·涂尔干

（ mile  Du rkheim）很早就提出情感是社会性

的观点，认为只有在社会整体中，个人的情感现象才

能得到解释。他将个人情感归结为集体情感，并用集

体情感来解释社会的整合和社会的秩序[42]。情感具

有社会属性，并在特定的社会文化框架中发挥作用，

档案则是国家、社会组织或个人在其社会实践活动

中所形成或累积的历史记录。档案和情感既是真实

的社会存在，也是有形或无形的社会事实，它们都与

人类的社会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彼此之间存在着

天然的联系。档案是情感的储藏库，它不是情感本身

却承载着人类的情感表达与寄托，它无法感知情感，

却是人类情感活动的重要媒介和源泉，情感是档案

与社会关系纽带中隐秘而重要的一环。档案在很大

程度上与形成、记录、保持、协调和（再）产生这样一

些跨越时空界限的社会关系有关，其中包括档案与

人、意识形态、制度、系统和世界之间的关系[43]。情

感关系是档案与社会互动关系中的一种，并对其他

互动关系产生影响。档案学研究不仅要关注档案活

动本身所固有的结构性力量与理性逻辑，同时也要

关注档案行为中所呈现出的非结构性特征与感性力

量，关注档案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构建起与

社会整体发展相关的研究取向和理论体系。档案学

领域出现的“情感转向”，将档案置于情感研究的理

论框架和情感现象的社会框架之中进行讨论，为我

们探究档案现象和丰富档案理论提供了一个新的视

角。

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档案与情感的研究还

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关于什么是情感、档案与情感的

关系、档案是否具有情感价值、档案的客观性和具象

性与情感的主观性和抽象性的矛盾关系等问题并没

有形成相对统一的认识，甚至在某些问题上还存在

较大争议，其理论探索和实践应用都需要进一步的

拓展和验证。当前英文文献中对档案与情感的研究

多聚焦于特定情境中的社群档案或与某一事件特别

是创伤性事件相关的档案，比如多集中于对LGBTQ

社群档案、寄养儿童档案、难民档案、大屠杀档案等

的关注。关于特定情境中的档案与情感问题的研究，

主要是因为这些与某些特定群体或特定事件相关的

档案，往往具有更明显的情感价值，甚至在某些特定

情境下，情感价值成为这些档案最主要也是最重要

的价值意义，因而更易于明确认识和充分澄清档案

与情感的关系，有助于明晰和深化对特定档案现象

的问题分析与理论建构。但是，对档案与情感问题的

研究并不仅限于讨论档案的情感价值本身，它还涉

及对档案与档案人群（与档案生成及整个流转过程

相关的个人或群体）的情感关系以及情感力量与社

会影响等相关问题的研究。将档案与情感问题置于

社会文化的整体框架中进行讨论，可以透过情感视

角来分析社会中的档案现象，通过情感纽带来洞察

档案与社会的关系，从而在某种程度上重新调整和

丰富档案学的研究视角。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世纪以来欧

美档案思想研究”（项目批准号：18BTQ091）阶段性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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